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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实现更强劲增长之路 

作者：张涛和 Vladimir Klyuev 

2017 年 1 月 12 日 

低收入国家应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增长。基金组织的一份新报告研究了克服有关

困难的各种方法。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时针在嘀嗒转动。尽管近年来低收入国家的投资不断增长（投

资对实现该议程至关重要），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仍然制约着它们的增长。各国政府需

要做出重大改进，为经济繁荣打下基础，包括建立连通人与市场的道路、维持工厂运行

的电力设施、避免疾病的卫生环境、提供安全水源的管道设施等。 

 

为此，交通运输、通讯行业和公用事业的升级与扩建成为许多国家全国发展战略的一个

关键性支柱。 

要实现这些目标，低收入国家存在哪些挑战？它们需要做什么？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报

告讨论了这些问题。  

卫生得到改善的人口（总人口

百分数，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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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数量过少、差距过大
较之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不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远

远不足。

（中位数，2013年至2015年间的最新数据）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注释：LIDCs-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质量被调整至1-100，100为质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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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高企，资源不足，能力约束 

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上升、外部融资环境趋紧，这使他们通过贷款投资基础

设施项目变得愈发困难，风险更高。仅在2015年，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就从34%上升到

了42%。 

调查显示，对于那些最为脆弱的国家而言，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

外部融资以及行政管理能力低下。但对于那些能够更多利用全球资本市场的低收入国家

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内财政资源不足。 

 

在多方面弥合缺口  

穷国可以利用的资源有限，若能提高公共投资效率，则会从中显著受益。基金组织近期

分析显示，低收入国家公共投资的资金效率差别很大，且普遍低于其他国家。虽然提高

公共投资效率的总体原则已被人们所熟知（如资本支出应投向生产率最高的项目），但

实现这一目的的体制机制（对成本收益的有效分析；透明的采购）并不总能到位。 

一国税收所带来的国内资源越充足，就越有能力对基础设施等优先领域开展投资。尽管

沿途的挑战
前沿国家与脆弱国家在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中面临的重大约束各不相同。

来源：基金组织国别团队的调查，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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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所改善，但穷国的税收仍然低于其他国家，这部分因为其征税效率低下。因此，加

强税收征管、扩大税基、消除不当漏洞、精简开支以及（在某些时候）增税都有助于扩

大预算资源，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优惠贷款应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对多边开发银行增资、

调整其资本运用模式，都将为最穷国提供更多资源。  

 

新双边捐助国（尤其是中国）和新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兴起，为发展带

来了更多资金。 

尽管如此，许多潜在的捐助国自身也面临着财政上的挑战，这给多边、双边捐助方大幅

增加融资的前景蒙上阴影。无论如何，各方的总体共识是：即便官方发展援助有所增加，

其仍不足在2030年前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需求。 

让私人部门参与其中 

在低收入国家，除了移动通讯行业外，几乎没有纯粹私营的基础设施。但这一突出例外

表明，该模式也许是可行的。该模式在其他行业（如太阳能微电网）中的小规模应用也

支持了这一观点。 

另外，公共和私人资本可以结合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发电行业中相对常用的一

种模式。当然，为避免不当增加财政风险，强有力的体制框架和完善的公私合作伙伴关

系管理也至关重要。 

如何吸引私人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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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aspar等人（2016年）、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欧洲统计局、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注释：LIDC =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逾期未征收的税款
低收入国家的税务当局仍在为实现高效征税而挣扎，这减少了可用于发展的资源。

（占GDP的平均百分数；平均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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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商业环境最为重要，这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可预见的政策和监管。但这可

能并不足够。虽然机构投资者有大量资本（发达经济体接近100万亿美元）正在寻找适

当的收益，但私人投资者与可行项目之间还是存在着大量的障碍。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经

验不足，不能很好设定项目结构，保障私人投资者获得可接受的风险收益组合。 

多边开发银行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许多此类问题。众多的项目筹备机构帮助构建可行的

项目——近期成立的、启动资本为1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便是一个例子。 

此外，开发银行也寻求通过政治保险、信用担保、次级债等工具来降低风险，促进私人

投资。虽然目前进展有限，但这一方向前景广阔。  

基金组织拥有工具 ，可提供支持 

基金组织对那些有意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成员国提供帮助。基金组织的基础设施政策支

持倡议提供了一套工具，帮助成员国评估各种投资项目和融资战略的宏观经济、金融影

响，提高它们的公共投资管理能力。 

这些工具已在柬埔寨、洪都拉斯、吉尔吉斯斯坦、多哥等许多国家得到应用。基金组织也拿出

五分之一的资源，用于帮助成员国在税收政策和征管方面开展能力建设，这些领域对动员国内

收入来说十分关键。 

******* 

张涛先生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出任基金组织副总裁一职。他曾担任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2011年至 2015 年）等职务，拥有广博

的国际经济知识和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政策制定经验。 

在担任副行长之前，张涛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出任多个高级职位，包括条

法司司长、国际司司长、调统司司长等。张涛先生还曾在世界银行（1995 年

至 1997 年）和亚洲开发银行（1997年至 2004年）工作。 

张涛先生拥有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国际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北京清华

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和金融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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